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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疑，“后现代主义”这一标签并没有也不能界定当前的时期或者刻画它的根本特征。但它却非

常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一时期。它表明了这个时代那可悲的无能——无能将它自己想象为某种肯定的

抑或“就是这样的”东西，这种无能导致它将自己仅仅定义为“后某某”，也就是说，以某个过去是

而如今不再是的东西为参照系来定义自身，而且还使得它试图以一种古怪的论点来自我美化，即它的

意义就是无意义，而它的风格就是缺乏任何风格。  

  然而，在“后工业的”与“后现代的”这两个词之间做出区分是值得的。“后工业的”这个词在

现实中自有其对应的东西。简短地说，至少在（但不仅限于）富裕国家，生产（无论这个词可能意指

着什么）正在远离老旧肮脏的工厂与高炉，转向日益自动化的联合企业与多样化的“服务业”。至少

在半个世纪前便已预见到的这个过程，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被认为是担负着与人类的工作与生

活的前景相关的非凡期许的。人们被告知，工作时间将大幅度缩减，工作性质也将发生根本转变。自

动化（操作）和数据处理本应该将旧有的那种重复性的、异化的工业劳作转化为一个为工人的发明能

力与创造性的自由扩展而开放的领地。  

     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变成铁板钉钉的事实。新技术所提供的诸多可能性只限于一个由聪

明的年轻专家们所组成的非常有限的圈子内。而对于剩下的大多数雇员而言，不管是在工业还是在服

务业中，工作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毋宁说，伴随着工作节奏与产出率屈从于非人格化的机

械控制，老式的“工业化”已经侵袭了非工业部门的大公司。数十年来，工业雇佣率一直在下降，

“剩余的”工人与新手大多只能在第二等级的、薪水微薄的“服务”产业中找到受雇机会。比如，从

1840年到1940年，一周的工作时间已从72小时削减到40小时（减少了45％）。实质上，从1940年以来

它大致维持不变，尽管每工时产量的增长率有着显著的提速。因此而造成的剩余工人要么一直处于失

业状态（主要在西欧），要么不得不委身于“服务业”（主要在美国）。  

即便如此，下面这一点却仍然是真的：在人类（富裕的那部分“人类”）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上，

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正在发生变化，至少是潜在的变化。几千年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农业、矿业

 

【内容摘要】基于由每一个时期所创造并在每一个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那些想象的意义，本文对历史进行了分期，
并主张，就二战之后的这一时期而言，其主要特征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之消弭，以及自治事业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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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造业、运输业）首次占用了不到1/4的总劳动成本（和工作人数），并且可能只占用这一数量的

一半，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体系中存在着难以置信的浪费（农民们接受补贴却不投入生产，过时的工业

与工厂一直保持运转等等）的话。如果不是因为对于新的“需求”的持续制造以及大多数产品必要的

报废，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所占用的人类时间甚至可能近乎于零。简而言之，一个闲适的社会在理论

上是可以达到的，然而，一个为所有人保有创造性的、个性化的工作角色的社会，现在看上去却仍然

很遥远，正如在19世纪时一样。  

 

二 

 

  如果认定任何命名都是约定俗成的，那么“后现代”这一术语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不太经常为

人注意的是，这种荒谬是派生的。因为“现代”一词本身就是不恰当的，而其不恰当之处必然会随着

时间的消逝而显现。“现代性之后”到来的是什么？一个自称为现代的时期，它意味着历史已经到达

其终点，而从此以后人类将生活在永久的现在。“现代”一词表达了一种深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

度。“我们是现代人”的宣言先掏空了任何真正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它还包含了一个颇具启发

性的悖论。这一术语的自觉的想象成分使得现代性的一种自我描述——即对和未来相关的无限开放—

—成为必要，然而这一描述仅仅在与过去相联系的时候才有意义。他们是古代人，我们是现代人。可

是，我们又如何称呼那些在我们之后的人呢？这一术语有意义，它仅仅存在于这一荒谬假设的前提

下，即自我宣告的现代时期将永恒持续，未来将仅仅是一个延长的现在；而在其他方面，这完全违背

了现代性的明确主张。  

     关于赋予“现代性”这一术语以精确的内容，在当代有两种尝试；对这两种尝试做一简短的讨

论也许是一个有用的起点。非常特别的是，这些尝试关心的不再是社会历史的现实的变化，而是思想

家们（哲学家们）对这一现实的态度的变化，无论是真正的还是想象的变化。它们代表了著作家走向

自我限制的当代趋势：著作家们写的是著作家，为的还是著作家。因此，福柯断言现代性始自于康

德，特别是在《系科之争》和《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两个文本中，因为哲学家康德首

次对真实的历史的当下产生兴趣，开始“阅读报纸”等等（参见黑格尔认为阅读报纸是一个人的“现

实的晨祷”的妙言）。 ① 因此，现代性就是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性的意识。当

然，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一个人特有的时代的历史性对伯里克利（这一点从修昔底德的《伯里克利

的悼词》中清晰可见）、柏拉图以及塔西陀和6世纪的格雷戈里(Mundus Senescit)来说是明确的。在

福柯眼中，这种新奇在于，从康德开始与现在的关系不再根据价值比较（“我们堕落了吗？”“我们

应当遵循哪种典范？”）来想象，不是“纵向地”而是以一种“和他们的现状有关的矢状

（sagittal）”。但价值比较在康德那里是很明显的，对于他们而言，历史只能根据进步来反映，而

启蒙运动就是这种进步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而且，如果一种“矢状”关系是与价值双峰对峙的，这

只能意味着，思想若放弃其重要功能，就往往得从历史现实那里借鉴其标准。毫无疑问，这一趋势在

19世纪和20世纪变得尖锐起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即使后两者是以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明天的

现实即共产主义或超人的名义来对抗今日现实）。然而，这一趋势也是现代性中的一个难题：它可能

永远不会被视为启蒙运动和后启蒙时期思想的总结，而且更不会是过去两个世纪的真实的社会历史趋

势。  

  同样成问题的是，哈贝马斯把黑格尔的哲学精神和现代性等同起来：“黑格尔是阐发现代性的明

确概念的第一个哲学家。我们必须回到黑格尔。” ② 事实上，历史再次被思想史所替代；真正的

斗争和冲突仅仅通过那些制度的二律背反中的苍白表象而存在。因此，哈贝马斯写道，只有在黑格尔

的理论中，一个在现代性、时间意识和理性之间的概念星丛第一次变得清晰可见 ③， 而看上去使

他烦恼的是，“理性”被“膨胀成为了绝对精神”。但是，这种完全统一恰恰是黑格尔的幻想。没有

人能忘记，不仅是黑格尔的原文，而且他哲学的整个结构、逻辑和动力都完美地通向前现代的主题，

即“历史的终结”已经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在绝对知识体现于黑格尔体系之后，只需要做一些“经验

的工作”。  

事实上，黑格尔代表了现代性范围内和现代性的完全对立——或者更笼统地说，是和这种精神内

的希腊-西方精神的完全对立——因为正是在他那里，理性和现实[=“当前”被解释为对理性的依次



体现的全面彻底的（总体的和完全的）回忆]的不合法的联姻第一次得到了庄严的祝福。黑格尔写

道：“哲学是在思想中把握到自己的（历史）时代。”哲学是时代的真理，它之所以为真仅仅是因为

它在时代的思想范围内。但是，“时代”的特殊性——在黑格尔的时代之前以及之后——已经开始出

现，即在思想和现实的历史活动中有一个明确的内部分裂，它显示为时代的自我争论，并显示为对现

存的和制度化的形式提出质疑。“时代”的特殊性已经成为一种斗争，它是在君主制和民主制、财产

权和社会运动、教条和批判、学院化和艺术创新等之间的斗争。哲学是能够成为时代的思想的，要么

试图（用文字）调和这些对立——由此它必然会导致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形成的一定程度的

保守主义；要么忠实于其批判功能，而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使得时代概念化的观念荒谬不堪。批判需

要距离，这种距离是相对于对象而言的，如果哲学是超越于新闻报道的，那么，这种批判则以建立这

一距离的新观念的创造、新标准和思想的新形式为其前提。  

 

三 

 

  我没有能力为这些时期提出新的名称，无论是称其自身为现代的时期，还是继现代之踵而来的那

个时期。但是，在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欧洲历史（显然也包括美国历史）划分基础上的一种新

的特征描述的前提下，我将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历史分期。使我们自己回想起所有历史分期的概要式特

征和忽视连续性所带来的风险，或者“主体的”要素的参与，这一切几乎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后者，

它可以在被选择用来进行划分的那样一个基础之中发现，在这种基础之中，作为历史分期的尝试的奠

基性工作的哲学的和理论的先入之见被精简化了。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它不得不如其自身般

被认识。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使这些先入之见尽可能的明确。我自己的先入之见是，一个时

代的个性应建立在由其所创造并居于主导地位的想象的意义的特殊性之中；而且，如果不忽略从12世

纪开始就展现在西欧的历史领域中的极其丰富多变的复杂性的话，那么，把握其特殊性的最适当方法

是使它与（社会的和个人的）自治权的意义和事业相关联。这一事业的出现标志着和“真实的”中世

纪之间的断裂。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可以区分三个时期：西方的出现（构成）；批判（“现代”）时

期；以及退到盲从主义。  

1．西方的出现（从12世纪到18世纪初） 

资产阶级的自我构成、新兴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或现存的城市不断变化的特征）以及对政治自治

权的某种需求（始于完全自治的公共权力，依赖于事实和经济状况），伴随着新的精神的、心理的、

智力的和艺术的态度而出现，这些态度则为对罗马法、亚里士多德以及整个现存的希腊遗产的再现与

接受而导致的爆炸性结果准备了基础。传统和权威逐渐不再是神圣的，革新也不再是一个具有诋毁意

义的字眼（正如它通常在“真正的”中世纪里的那样）。即使它只是以萌芽的形式出现——并处在对

（教会和君主）权力的永恒妥协中，但事实上，政治和思想的自治权的事业在1500年的衰落之后重新

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妥协在“经典的”17世纪形成，而这种妥协存在于社会-历史的运动和（或多或

少被改革的）传统秩序之间。   2．批判（“现代”）时期：自治与资本主义 

  决定性的转折出现在18世纪，随着启蒙的出现而开始变得自觉，并持续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

战。自治的事业被激进化，无论是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界。体制化的政治形式被质疑；需要

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新的形式被创造出来。随着运动的发展，争论包括了超出狭隘的政治之外的其他领

域：财产关系、经济组织、家庭、妇女的地位和两性之间的关系、教育和年轻人的状况。在基督教时

期，哲学第一次明确地和神学决裂了（至少到莱布尼茨为止，主流哲学家们还一直得提供上帝存在的

“证明”等）。在理性的科学领域内，其作用和扩展出现了全面加速。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新形式的

创造不仅激增，而且成为自身的自觉追求。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即“总体的（整体性）社会事实”被创造出来：资本主

义。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为了积累而无限地积累：它是积累的条件和手段间的不断转化，是生产、商

业、金融和消费的不断革命。它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性意义：“理性支配”的无限扩张。不久，

这种意义开始渗透并倾向于塑造社会生活的全部（例如：国家、军队、教育等）。随着资本主义核心

制度——公司——的成长，公司就体现为一种新型的官僚等级制的组织；渐渐地，管理技术官僚就成

为了资本主义事业的合适的担当者。  



  “现代”时期（比如说，从1750年到1950年），它最好被定义为冲突，而且被定义为两种想象性

意义（即一方面是自治，而另一方面是“理性支配”的无限扩张）的相互污染和纠结。它们含糊不清

地共存于“理性”的同一屋檐下。在其资本主义的认可下，“理性”的意义是清楚的：它是“知性”

（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知性”），或是我称之为“协同性－同一性的逻辑”的那个东西，主要体

现在量化和引起“发展”本身的拜物教。立足于这一隐蔽但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假设，即认为经济仅仅

是多（产出）少（投入）的生产，那么没有什么（自然的或人类的“本性”、传统或其他“价值”）

应该阻挡最大化进程的道路。一切都在（生产的）理性的法官面前被召唤，并且必须证明自己的存在

权利，而这以“理性支配”的无限扩张的标准作为基础。通过无限地使用（虚假）理性的手段，以期

实现一个（虚假）理性的目的，资本主义从而成为一个永恒的过程，即，它据说是理性的但实质上却

是社会的盲目的自我重新制度化。  

  另一方面，就作为体现了社会和个人自治事业的社会-历史运动而言，“理性”最初是指在事实

和法律间的明确区分，从而成为拒绝传统（现状声称它应继续存在，仅仅因为它发生在那里）的主要

武器，并且是个人和集体为了调整他们的生活寻找自我或生产原则的可能性和权利的确定。然而，很

快地，作为批判和说明的开放过程的理性，一方面被转化为机械地统一化的计算（已经体现在法国大

革命中），另一方面被转化为一个可能的、包括一切的普遍的制度（在马克思的意图中清晰可辨并彻

底影响着社会主义运动）。这些转化提出了复杂、深刻而又晦涩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够在这里讨

论。我只说明两点。首先，是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合理化”的普遍影响。第二，它涉及的是一

个重大的而且显然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思想倾向，即对绝对基础、绝对的确定性和穷尽性的追求。同一

性的逻辑创造出自我奠基、必要性和普遍性的幻象。  

  “理性”——事实上是“知性”——于是提出将自己作为人类活动的自足的基础，否则，它将发

现除了它自身之外别无基础。并且，此类“理性”的“客观的”对应物（和保证）不得不在事物自身

之中被发现。因此，历史即理性。在人类的历史中，理性“意识”自身要么是以线性的（康德、孔多

塞、孔德等）方式，要么是以“辩证的”（黑格尔、马克思）形式。最后的结果是，资本主义、自由

主义和经典的革命运动共同来分享进步的想象和如此这般的信念，即它认为技术-物质的力量同样是

人类幸福或解放的（直接地、或稍事拖延，在一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决定性原因或条件。  

  尽管存在着这些相互污染，但这一时期的本质特点是两种核心意义之间的对立和张力：一方面是

个人的和社会的自治，另一方面是“理性支配”的无限扩张。这种张力的真正表达是社会、政治和意

识形态斗争的发展和持续。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试图表明的那样，这种斗争本身已成为这一时期西

方社会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必要条件，成为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不合理性的

一种牵制。 ④ 这个不安分的社会——智力的和精神的不平静——一直是“现代”时期狂热的文化

和艺术创造的背景。  

3．退到盲从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的出现，工人运动的瓦解（既是灾难性地滑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

结果，又是其条件）以及进步的神话的衰退，这些标志着西方社会进入到第三阶段。 

  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有利位置上看，1950年之后的时代主要以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冲

突的衰退为其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过去的40年（自1948年起）见证了一些重要运动（妇女、少数民

族、学生和青年）所带来的持久影响。然而，这些运动不仅以半失败而告终，而且它们中没有人能够

提出一个新的社会景观，并同样无法面对全部的政治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运动之后，自治事业

似乎完全黯然失色。人们也许认为，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期的事态发展。但随着当代社会隐私权比重的

日益增长，去政治化和“个人主义”是最不可能做出这一解释的。一种随之而来的、与之相关的严重

症候则是政治想象力的完全萎缩。和保守者一样，“社会主义者”智力的贫困化十分惊人。“社会主

义者们”无话可说了，而过去15年间经济自由主义的辩护者们所具有的知识素养和产出也许会使得斯

密、贡斯当和密尔不安于地下。罗纳德·里根就是这一历史的象征意义的杰作。  

  一种广为传播的、愈演愈烈的集体失忆症，是形成“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大陆保守的自由市场

的“自由主义”的意义上）的庞大受众的条件。以下即是这一趋势的两种突出情形：（1）“代议制

民主”批判的消逝；（2）对20世纪30年代最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斯拉法、罗宾逊、卡恩、凯恩

斯、卡莱茨基、沙克尔——的破坏性批评的完全消失，它先前针对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想要成为的



“理性”。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其中，学者们的思想倒退是骇人听闻的。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在这一广为人知的“共识”之下，所有的调查和民意测验都显示出一种对于制度权力（政治家、商

界、工会和教会）的深刻怀疑和犬儒主义。  

  我并没有建立什么“因果”联系（无论如何，它将是毫无意义的）的宏愿，在上文中，我已经提

到了一种共存，即，它是在1750-1950年间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躁动不安与艺术文化领域内

的创造性迸发之间的。就当前阶段而言，它也足以说明事实。1950年之后的情形伴随的是一种显而易

见的精神创造领域内的颓丧。在哲学中，对过去的作家所做的历史的和文本的评论与诠释，已经成为

思想的替代品。这种做法开始于海德格尔II（后期海德格尔），并通过表面上对立但却导致同样结果

的方式被理论化为“诠释学”和“解构”。更进一步的措施则是近来对“弱小思维”的美化。在这

里，任何批评都将是不合适的；人们将不得不钦佩这一无能的坦率的自白，假如不是伴随着模糊不清

的“理论化”的话。当然，科学扩张会继续，但人们想知道这是否不只是一种惯性运动。如同在一开

始的1/3个世纪里所取得的那些理论成就——相对论、量子，在过去的50年里没有任何比较（一个可

能的例外也许是分形、突变和混沌理论的三位一体）。当代科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在那里，人们期

待的至为重要的结果便是宇宙学；其理论框架就是相对论和写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弗里德曼方程。同

样引人注目的是，对现代物理学巨大蕴涵的理论-哲学探索的贫困（众所周知，这些蕴涵对于承继而

来的思想的大多数基本前提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如果技术进步还没有加速的话，那么它将继续

有增无减。  

  如果能够如上述在艺术领域中被描述的那样，“现代”时期被定义为对于新形式的自觉追求，那

么，这种追求现在则明确地全然被抛弃了。如今，折衷主义和过往成就的重组再生依然风头强劲。当

唐纳德·巴塞尔姆写作《拼贴是20世纪所有艺术的主要原则》（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和马蒂斯

无关乎“拼贴”）的时候，他弄错了日期，但意义却正确。的确，“后现代”艺术帮了一个很大的

忙：它显示了现代艺术曾如何真正伟大。  

 

四 

 

  从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定义和捍卫的各种尝试中，从对时代精神的某种熟悉中，人们能够获得

一种概要性描述，它是关于当前趋势的理论原则或哲学原理。在约翰·阿纳森出色的表述中，这些原

理是 ⑤：  

  1.拒绝所有把历史看作进步或解放的观点。这种拒绝自身完全是正确的。它不是新问题，但在后

现代主义者手中它有助于消解这一问题：因此，是不是所有历史时期等同于所有社会-历史制度？反

过来，这导致了政治的不可知论，或者导致了由后现代主义者或他们的兄弟们所表演的滑稽可笑的杂

技，当他们认为不得不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等的时候。  

  2.拒绝一种统一的、普遍的理性的观念。在此，这种拒绝又一次完全是正确的；它远不是什么新

问题；而且，它起到了掩盖如下问题的作用，这一问题开启了逻各斯和理性的希腊-西方的创造：我

们如何思考？是不是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是相同的或无关紧要的？  

  3.拒绝以一种合理性和功能性的单一的奠基性原则为基础而对文化领域（如哲学和艺术）进行严

格的区分。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混乱的，而且它贯穿了许多重要问题。仅举一例：每一次，文化

领域的区分（或缺乏这种区分）都是一种社会历史创造，是社会问题中的整个生活制度的组成部分。

它不能抽象地被检验或否决。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希腊－西方的延伸带上，对文化领域进行区分

的过程也无法表达理性的某一单一奠基性原则的含义，无论那也许意味着什么。严格说来，这将是黑

格尔式的建构。被区分开来的不同文化领域的统一性，在古代雅典和在西欧，不是在合理性或功能性

的某一奠基性原则中被找到，而是在这一事实中，即所有领域以其自己的方式和假借分化的名义体现

着特定社会的想象意义的同一内核。  

  我们这里所有的是，对于渗入到躲避的各种分层之中的一大半真理的回忆。后现代主义作为“理

论”的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当前的趋势。它的痛苦是，它只是通过一种对盲从和平庸的假模假式的

“护教学”来合理化它们。沾沾自喜地、随意地但却时尚的谈论着“多元化”和“尊重他者的差

异”，它结束了对折衷主义的赞美和对思想贫乏的遮掩，以及提供了一种“任何事都可能”原则的一



般化版本，以便费耶阿本德在其他领域加以适当庆祝。可以肯定的是，盲从、思想贫乏、平庸和“任

何事都可能”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后现代主义，一种用“辩护的正当补充”加以修饰的意识形

态，是知识分子抛弃其批判功能并狂热地坚持“有公正是因为它在那里”的观点的最新例子。后现代

主义，无论是作为具有影响的历史趋向，还是作为一种理论，都是对于现代主义的真正否定。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种功能——在上文，这种二律背反被概括在自治的

两种核心的想象意义和“理性支配”之间——尽管彼此相互污染，但在“现代”时期，对现存制度现

实的批判从来没有停止。伴随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祝福，这一点恰恰在当前迅速地消失了。随着

一种真正批判精神的逐渐消解，“现实”领域内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消弭，开始在知识和艺术领域内找

到合适的对应物。如上所述，这种精神仅仅能够存在于和有什么相关的那种距离的建立之中，且通过

它存在。因此，当前时期最好被定义为普遍地倒退到盲从主义。当全球亿万电视观众每天汲取着同样

的无知，当理论家们还到处重复着人们不能“打破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的时候，这种盲从主义通常

就实现了。  

 

五 

 

  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只要现代性体现了资本

主义的（虚假）理性的（虚假）支配的无限扩张的想象的意义，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并

且，它正着手于一项对人类而言孕育着严重危险的疯狂的进程。但只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社会和个人

自治事业的同时展开为其决定性条件的话，现代性就结束了。资本主义发展着，然而它不得不面对一

个反对现状的持续斗争；在工厂的地板上和在思想或艺术的领域中，资本主义扩张——如果它没有任

何有效的内部反对派的话——就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动物。自治事业自身无疑没有完成。但在过

去的两个世纪里，其发展轨迹足以证明它的根本不足，至少可以说，在它已具体化的事业中（无论是

自由共和国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如此。而几乎不需要再强调这一点，即历史事实

中这一不足的证明是当前政治冷漠和私有化的根源之一。因为自治事业的复苏，必须要有新的政治目

标和新的人类态度。但就目前而言，这种变化的迹象几乎没有。与此同时，试图决定我们是否正在经

历一个长期的插曲，或是我们是否正在目睹西方历史——即它作为一种与自治事业相联且由其共同决

定的历史——之终结的开始，这将是荒谬的。  

 

注释：  

① Michel Foucault, “Un cours inédit”, Magazine Litteraire, May 1988, p. 36.  

②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l.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p. 13.

③ Ibid., p. 43.  

④ C. Castoriadis, “Modern Capitalism and Revolution (1960—1961)”, 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Vol. 2, (1988), pp. 226-343.

⑤ Johann Arnason, “The Imaginary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Vol. 86 (Autumn 1989), pp. 32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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